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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位育”的通识教育：
潘光旦的本土化视角

孙飞宇①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　本文从通识教育本土化的问题出发，梳理了潘光旦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关于

中国大学教育的反思以及作为这种反思的结果，即在中国展开通识教育的思想。潘光

旦关于通识教育的目的、功能和方法等方面的主张，服从于其“中和位育”的核心社会

学理论，对今天在中国大陆展开的通识教育实践活动依然具有有益的理论意义和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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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以来，通识教育在中国大陆的实践方兴未艾。许多大学都在理
念和实践层面上展开了关于通识教育的探索。这一探索有着多重动力，既有对
现代高等教育过度专业化与分工精细化所导致的人才培养机制之不满，也有对
中国高等教育在追求世界一流和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方面的反思。关于通识教
育的思想与实践形式，教育学界也出现诸多探索性研究和讨论。从最初认为是
一种西方高等教育模式的引入和对这一概念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西方的思想资

源（李曼丽、汪永铨，１９９９），到发掘出民国时期教育家在这方面筚路蓝缕的努力
（陆一、徐渊，２０１６），再到充分认识本土文化资源对于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通
识教育本土化的必要性（李曼丽，２００６；陆一，２０１６）。李曼丽通过人类学“地方
性知识”的概念说明，在中国建设通识教育，同样需要重视制度背后的社会“意
义结构”，所以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与中国具体情势相适应的通识
教育”（李曼丽，２００６：８７），而且目前中国学界还尚未“在本土资源和境外资源中
寻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案”（李曼丽，２００６：８７）。陆一也认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
育发展需要一个从“通识教育在中国”到“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的发展过程（陆
一，２０１６）。
有研究者发掘了“通识教育”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里的起源，并综述了

①作者简介：孙飞宇，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



７２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２０２１年

民国时期教育家所展开的关于通识教育的思考与实践，看到以钱穆、竺可桢、梅
贻琦和潘光旦等为代表的教育家对现代大学教育的弊端以及通识教育所能够

发挥的作用已有充分认识，并提出相应的实践操作设想；而且在中国学界，对于
大学教育专业化分工的弊端和通识教育的思考，与西方学界同步。钱穆的《改
革大学制度议》和梅贻琦撰写要点、潘光旦代拟文稿的名篇《大学一解》的发表
都早于哈佛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一词也并非仅仅来自翻
译，而是有着潘光旦对于传统“通专之辩”在现代大学教育中之体现的思考。作
者通过梳理“通识教育”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的发展史发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初期的思考与实践才是我们今天‘通识教育’讨论可追溯的直接源头”。原因在
于：“新文化运动以后，经学教育留下的空洞何以填补？历史上发挥了重要文化
作用的‘士君子’理想如何接力？”（陆一、徐渊，２０１６：３６—３７）民国学者所面临的
通识教育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因为这一问题所直接指出的，是中国的通识教育
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尖锐然而现实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上述学
界的努力，可用“社会底蕴”的概念（杨善华、孙飞宇，２０１６）加以理解，也即，在中
国，通识教育的建设必须关注这一建设所扎根于其中的社会底蕴，并从中汲取
思考的问题与资源。
当然，这一问题与“中国往何处去”之类的宏大问题直接关联，并且因此而

容易让讨论显得空洞。不过，在专业化趋势日益严重的今天，此类问题依然亟
需得到扎实的思考和研究积累。本文希望能够更进一步，整理并阐释以潘光旦
为代表的民国知识分子对于通识教育的思考。潘光旦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
思考是从中西冲突和社会巨变这一大的社会学视野出发而来的。其教育思考
的特点在于从来没有局限于教育来讨论教育，而是从国家、社会和政治格局的
视野出发讨论教育。作为其教育思想之核心的通识教育，也与他对于中国社会
及其变迁的社会学思考息息相关，与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多
有不谋而合之处，这些思考和结论对于我们也有许多启发。

一、“位育”教育的目的：“士人”

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潘光旦除了在人口学、优生学和社会学等方面
的卓越贡献，在高等教育方面还有着深入切实的思考，并且在世界范围内率先
提出了通识教育的理念和概念（陆一、徐渊，２０１６：３６—３７），这与其整体的社会
思想的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
潘光旦在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２２年就读于清华学校，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６年留学美国。

他在学术生涯早期的名作即关于“冯小青”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学淹中西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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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和对于社会议题的敏锐把握能力①。在此之后，尤其是在美国留学的几年
时间里，中西文化冲突以及中国社会巨变成为他的思考主题。
在１９２６年于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几篇代表性文章中，潘光旦将基督教为

代表的西方文化与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进行了一番比较。通过考证基督教
在中国历史上的传入以及发展，他认为，基督教所代表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为两大类：一为神的观念，二为人伦的观念（潘光旦，

１９２６ａ／２０００：９８）。基督教重神的观念与中国文化不合，而伦常的观念是中西冲
突最为激烈的领域。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人伦关系是最重要的。
在基督教文化中，人伦关系则是不完全的，因为另有人之上的神（潘光旦，

１９２６ａ／２０００：９９）；而基督教里“天父”的观念，是一般中国人绝难理解的（潘光
旦，１９２６ａ／２０００：１００）。这是东西方社会之间巨大的结构性差别。从这一对于
中西社会在结构与自我认同方面的实质差别和比较出发，潘先生对于中国社会
本身及其发展的理解，也存在着从“物不齐论”到“因人制宜论”、最后到“社会位
育”这一核心教育主张的提出（潘光旦，１９２６ｂ／２０００：１３６）。

“社会位育”这一概念来自潘光旦最著名、也是他最核心的社会理论，也就
是“中和位育”的概念。这一来自《中庸》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概
念，被潘先生加以新的诠释和理解，成为其社会学研究的内在逻辑线索，即“从
‘位’到‘育’”（周飞舟，２０１９：Ｐ１５）。所谓“安所遂生”，就是位育的意思。当今
学界对于这一概念也有诸多讨论（吕文浩，１９９８；潘乃谷，２０００）。从这一理论出
发，社会发展的重点落在教育方面，而教育的重点自然也就在于培养人以及培
养什么样的人。在此后的数年间，潘光旦开始明确将他“中和位育”的核心思想
应用于对中国社会以及教育的思考。在１９３３年《忘本的教育》一文中，潘光旦
开宗明义，从“位育”的理论出发，强调教育不能离开“人”所居于其中的物质文
化环境与历史的绵延性，然后他强调说：

三十年来所谓新式的学校教育的一大错误就在这忘本与不务本的一

点上。新式的学校教育未尝不知道位育的重要，未尝不想教人生和各种环
境打成一片；但是他们所见的环境，并不是民族固有的环境，而是二十世纪
西洋的环境。二十世纪西洋的环境未尝不重要，对它求位育的需要未尝不
迫切，但是因为忘却了固有的环境，忘却了民族和固有的环境的绵续性和
托联性，以为对于旧的如可一脚踢开，对于新的，便可一蹴骤几，他们并不
采用逐步修正固有的环境的方法，而采用以新环境整个的替代旧环境的方

① 这篇最初是课程论文的作品得到了梁启超的高度赞赏。梁启超的评价原文为：“对于部分的善
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
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见《潘光旦文集》第１卷，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页）梁启超另外一次赞赏并期许潘光旦曰：“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
政治，均（可）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泛滥。”（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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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果，就闹出近来的焦头烂额的一副局面。（潘光旦，１９３３／２０００：

５５５—５５６）

这一“本”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并非简单地说在新式教育中忘记了中国的
传统。潘光旦接着指出，在以“国学”之名的新兴教育现象中，教育的实质与其
他种类的教育并无区别：虽然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然而不过是“把先
民的遗业，提出来成为一门学问”，用来在大学里“和别的学问并跻”，而没有“把
这种遗业认为和民族所以生存与立之道息息相关”（潘光旦，１９３３／２０００：５５７）。

从随后的文章中可以发现，潘光旦的“本”在这里指的是做人，尤其可以归纳到
“做好人”（潘光旦，１９３４ｃ／２０００：６０２）。这一点被认为是潘光旦新人文史观的核
心观念（周飞舟，２０１９）。
在发表于１９３４年、实则写于１９１８年的《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一文中，潘

光旦将中国文化总结为“重人道”（潘光旦，１９３４ａ／２０００：１１３），并且强调：中国人
文思想中对外一条极为简单的原则，就是“伦”的原则，也就是人与他人之间的
关系；而对内，即对自己，则是“节”的原则，也就是“有分寸”（潘光旦，１９３４ａ／

２０００：１１８）。在时间的维度上，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将人视为一个个体，而是视为
一个有历史与未来、处于某种社会传承关系中的“整个的人”（潘光旦，１９３４ａ／

２０００：１１８）。这是潘光旦关于人的明确理解，与他对“个人主义”流行之不满意
态度息息相关。以“冯小青”研究为例，他通过冯小青的“自恋”悲剧想要讨论的
近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就与这一社会问题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的“人道”与
西方流传过来的“人本主义”完全不同。他引用董仲舒言道：“通天、地、人三才
的人才配叫儒。所以至少儒者平日对人接物的态度要居敬，要自谦，要虚己。

这便是‘人文思想’与‘人本主义’根本不同的一点了。”（潘光旦，１９３４ａ／２０００：

１２０）。与之相对，潘光旦发现，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与问题，是
接受了这种名为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而实际上发展出来的却是一种“任性”的
人生态度。他说，在青年人中，“那种超过了分寸的自负心理与自信心理，以为
一切一切，都在人自己的手里，要如何，便如何———以前中国的人文思想家便不
能接受。我也以为不相宜”（潘光旦，１９３４ａ／２０００：１２０）。所以在中国社会，节制
与分寸极为重要，在他看来，这是社会生活达到“和”之唯一途径（潘光旦，１９３４ａ
／２０００：１２１）。当然也就是教育的积极目标。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这样一种“好人”如何实现？１９３６年，潘光旦连续发表
了两篇关于教育的文章，分别为《国难与教育的忏悔》和《再论教育的忏悔》，用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人”总结他所理解的“好人”，并对这一“士人”概念赋予了
新的意义。这两篇文章的核心主旨就是题目所点出的：中国在当时所面临的国
难与对于之前中国教育的反思。在文章中，潘光旦首先表明，“近代所谓新教
育”也就是他所经历的中国二十世纪新式教育，实际上既对不起接受教育的年
轻人，也对不起国家———这种状况是伴随着“国难”而越发清晰、完全暴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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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就是，“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潘光旦，

１９３６ａ／２０００：１２５）。潘光旦总结了中国近代教育的三个内容或者范围：教而为
“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教而为“职业或技能”，教而为“专家或人才”（潘光
旦，１９３６ａ／２０００：１２５）。然而，这三种教育的目标都没有能够实现教育的基本要
求、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目标，那就是“做人之道”（潘光旦，１９３６ａ／

２０００：１２５）。潘光旦曾用一个图表来表明他所认为的教育的理想———“好人”、
也就是“士”的教育到底是什么：

与“五四”以降的众多知识分子不同，作为一名从事社会学和优生学等新式
学问的知识分子，潘光旦对于新式教育的反思资源却是中国传统文化。除了此
前在“位育”这一学理层面上的理由，对于潘光旦而言，这一做法的现实合理之
处就在于国难当头之时，由新式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之不堪用。潘光旦在文
中提出，上述“士的教育”在当时的中国都是缺乏的。针对“推十合一”，他认为，
当时读书人的两个问题是“泛滥无归”与“执一不化”。就为人的“情志”来说，无
论在平时还是处危难，士的教育都既与人的教育有关，又构成了知识教育的基
础。在实践这一“士的教育”方面，有两个步骤：一为“立志”，也就是知道“心之
所在，或心之所止”；二为“学忠恕一贯的道理”（潘光旦，１９３６ａ／２０００：１２７）。潘
光旦并不惧怕别人批评他为“开倒车”，作为一位从事新式学问的学者，他恰恰
认为，这一对于“先民的教育经验”的抛弃是新式教育的最大问题。由于“忠恕
一贯”之教育的缺乏，导致了“忠恕”这两方面做不到兼顾的两类人“正滔滔皆
是”。究其原因，他指出，是“以往二三十年的所谓新教育没有教我们以忠恕一
贯所以为士之道；没有教我们恕就是推十，忠就是合一，恕就是博，忠就是约
……”（潘光旦，１９３６ａ／２０００：１２７）。别的教育可以短期内做出成效，然而人的教
育却是长期功夫，急不得。然而在潘光旦看来，当时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就在于，
在过去“数十年来”，“士的教育……不但已经摧毁无余，并且快到无人理解的地
步”了（潘光旦，１９３６ａ／２０００：１２９）。这正是教育对于国难的无能为力之处。而
这一教育如果实现，那么其目标则是：

讲博约，讲忠恕，讲推十合一，即所以调节流放与胶执两种相反的倾
向，使不但不因相反而相害，而使恰因相反而相成。讲立志，讲弘毅，讲自
知者明，自胜者强，以任重道远相勖勉，以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相
期许，险阻愈多，操守愈笃，至于杀身毁家而义无反顾；这些，即所以维持青
年期内那种热烈的情绪于敢作敢为的无畏精神。再约言之，士的教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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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以扶导青年的特性，使发皆中节，一面所以引伸此种特性，使不随年龄
与环境之变迁而俱变。惟其在青年期内发皆中节，到了青年以后的中年与
老年，进入学校环境以外的国家与社会，才有余勇可贾，才能负重任而走远
道。（潘光旦，１９３６ａ／２０００：１２９）

在潘光旦看来，此种“士人”在中国的缺乏，当然主要就是教育的责任。原
因在于：“教育没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没有教一些有聪明智慧的人做士，没有教
大家见利思义，安不忘危，没有教我们择善固执，矢志不渝，也没有叫我们谅解
别人的立场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我以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
了的”（潘光旦，１９３６ａ／２０００：１３０）。

１９４６年，潘光旦在《说乡土教育》一文中，再度重申“中和位育”是其教育思
想的核心。从人类社会的视角来说，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从每一个人的位育做
起，而终于达到全人类的位育”（潘光旦，１９４６ｂ／２０００：１３９）。所以教育应该着
眼于位育，也就是有“本末”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他将教育又分为三类，首先
一定是关于人与社会的教育，然后才是关于社会、历史地理以及一般自然科学
的。然而，他发现，当时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基本情况是：自然科学与标准化的教
育已经“畸形发展为教育的全部”（潘光旦，１９４６ｂ／２０００：１４１），而无法做到“脚
踏实地”，也就是把对人的教育置于其具体的生活与社会处境，例如以具体的
“乡土教育”实施于国于民真正有利的教育。

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辩

对于潘光旦来说，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非现代社会在
知识方面的矛盾，而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１９５０年，他在《说“通”“专”并重》

一文中总结了前人的讨论，认为这一问题的两个极端都不妥当。对于中国人来
说，尤其是“没有真的专，而有假的通”，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大问题；现代社会
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并且成为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即只强调专而不强调通。

解决之道是双方兼顾，即他总结的“博而能约，能综合，能融会，能作有创造性的
总结，那就是通了”（潘光旦，１９５０／２０００：３７３）。

这是他关于教育中“通专之辩”毕生思考的总结。这一总结是倾向于“通”

这一方面的。这一点在其思想历程中早有迹象。早在１９３４年，在欢送游美学
生的一封公开信里，潘光旦提出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期待，就不仅仅在于学习一
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要超越于“求专门学问”的动机。留学最充分的理由在
于，“要观察一个新兴的民族所由兴起的道理”（潘光旦，１９３４ｂ／２０００：１４１）。也
就是说，要亲身体验和了解“那种蓬勃的气象和此种气象的种种依据”（潘光旦，

１９３４ｂ／２０００：１４１）。这与书本上和实验室里的任何一种学问都不同，是一种社
会学意义上活的学问。这也正是潘光旦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对于教育的期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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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教育不仅要集中于专业知识，也要着眼于知识之外的气象。

对于这一“气象”的讲求，是潘光旦在通识教育方面的实质思想。在这方面
最为著名的文本，当属在１９４１年由梅贻琦撰写要点、由他主笔的《大学一解》一
文（潘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５２８）①。在这篇文章中，潘光旦集中表达了他对于大学
中通识教育的性质、目的和方法的理解。在他看来，虽然大学制度来自西方，然
而大学教育的“精神”和目的，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潘
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５２８）。所以为了实现教育的目的，在教育上应该不分古今中
西，而以一种包容涵盖的态度对待各种思想资源，其主要的议题是“群己”方面
的社会学议题，并由此而应该从“位育”的角度出发来理解通识教育：

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
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
道，与夫共得其相位相育之道，或相方相苞之道；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

无往而不可通者也。（潘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５２８）

在这一界定之后，潘光旦认为，现代大学教育的理想目的与实践都没有超
出中国传统的“大学”之意：

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貌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
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今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
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潘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５２９）

那么这一当今的大学教育与中国传统对于“大学”的理解和实践之差别在
哪里呢？差别就在于对人的理解不同。当今的大学教育并未比前人高明多少，

反而在教育方面愈发狭隘起来。他说：

然则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

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
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
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
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
（潘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５３０）

所以，若只讲求专业教育与知识传授，则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对于人的教育
并不能说是整体上的。尤其是在“明明德”这一方面。在潘光旦看来，这是属于
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认识②，本应该是教育的主要题中之义，然而却在现代大学教

①

②

潘光旦所撰写的手稿与最后发表成文的文章略有不同，本文引用以《潘光旦文集》收录的潘光旦
手稿为准。

潘光旦指出：“明明德之义，释以今语，即为自我之认识。”见《大学一解（稿）》，收入《潘光旦文
集》第９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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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缺失了。
这一说法，与他在“冯小青”研究中对小青所下的判语，以及对于他那个时

代的青年人在婚姻家庭方面之行为举止的批评，都一以贯之，也是他对于大学
教育的理解和期待。然而，如上引文所说，他认为，现代的大学教育基本上放弃
了这一方面的功能，即放弃了培养全面的人，或者用传统的说法是“修身养性”

的方面：“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为个人之修养。”（潘光旦，

１９４１／２０００：５３２）。个人修养不足有三个方面，都与现代社会的具体情境和现代
大学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是“时间不足”，也就是学生学习课程的态度，
“闲暇”不足直接导致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思考缺乏；其次是“空间不足”，也就是
现代社会与教育给青年人的社会空间不足，导致现代社会“慎独”的缺失；第三，

潘光旦批评了现代社会与教育片面强调“社会化”和“集体化”的趋势，也就是年
轻人只与年轻人打交道，而“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潘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

５３４），这一点与现代大学将“历史经验”化为“历史研究”的趋势结合在一起，导
致青年学生无法做到“以人鉴人”（潘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５３４），也就是找到自己人
生的楷模并且追随之。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梅贻琦和潘光旦认为，现代大学教育依然没有脱离

古人所说的“通”与“专”之辩，并且针对“通专并重”的说法提出，如果大学的目
的是要培养人，那么就要在“通专之辩”中强调“通”这一方面：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
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潘光旦，１９４１／

２０００：５３６）

原因在于，“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

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
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
而为扰民”（潘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５３６）。

专业的研究和教育可以有待于在研究院或者在专科学校中实现，然而大学
的气象应该更大，要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建设。从这一更大的层面上来说，大
学应该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对于人的培养：

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
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
“无所不思，无所不言”。（潘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５３９）

这三个方面也可以看作潘光旦对自由教育的基本理解，因为这三个方面只
有通过自由教育或者说通识教育才可能实现。
这一对于大学教育的理解并非仅从教育的角度得出，而是与他对现代社会

和现代科学的理解息息相关。在１９４６年的名作《说童子操刀》一文中，潘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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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童子操刀”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育的典型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科学以
及大学教育的态度。这一态度即：科学乃是人造的工具。本身无所谓好坏，关
键在于人本身以及人对于科学这一工具的使用（潘光旦，１９４６ａ／２０００：８）。他使
用“迂阔不切”和“支离破碎”等说法批评现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对于
“人”的两种忽略，即科学研究实际上并未触及人，也因此并非真正的学术。他
说：“真正的人的学术包括每一个人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控制，舍此，一切是迂阔
不切的、支离破碎的，或是由别人越俎代谋，而自外强制的。”（潘光旦，１９４６ａ／

２０００：１３）
所以潘光旦认为，在他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于，“已经

把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潘光旦，１９４６ａ／２０００：１３）。他以原子弹为例说明科学对
人的控制，或是以科学为代表的“物”对于人的主宰（潘光旦，１９４６ａ／２０００：１６），
并在这样的讨论基础上说：“学不为己而为别人，是错误，学不为人而为物，是错
误之尤，目前该是纠正着错误的时机了。”（潘光旦，１９４６ａ／２０００：１３）这一为人之
学术研究与教育的目的，是要通过培养“明能自知与强能自胜的个人”，从而“造
成一个真正的社会”（潘光旦，１９４６ａ／２０００：１３）。
在潘光旦看来，解决全部现代社会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在于政治、经济和社

会等方面，而在于“教育”，这一教育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充分自知与自胜的发
展”（潘光旦，１９４６ａ／２０００：１６）。这不仅是中国社会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现代性的
普遍问题。１９３６年，潘光旦在《欧洲局势与思想背景》一文中指出，西方社会的
基本社会思想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问题，而在这两种现象背后的个人主义与集
体主义之思潮，则为中国所无，是从西方传入的（潘光旦，１９３６ｃ／２０００：４０）。他
说：“事实上，西洋的个人主义，我们在维新以后早就薪传过来，左右两派的集体
主义，近来也先后有人很认真的介绍。”（潘光旦，１９３６ｃ２０００：４４）这对中国传统
思想与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潘光旦，１９３６ｃ２０００：４４），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上
述大学专业化教育与个人主义之兴起的结合。在１９４６年的一篇中西比较的文
章中，潘光旦开篇即提出，“无论做学问，做事，做人，第一个大难关是去蔽”（潘
光旦，１９４６ｃ／２０００：５０）。所谓“蔽”，在这里指的就是专业化教育和知识遮蔽了
现代人对于世界的整体性认识与人格的完整培养。在细数了儒家传统中对于
去蔽之理解，并将讨论落实于荀子的论述之后，他总结说：

人生是一个整体，知识、学问、行为，所以辅翼人生与表达人生的，也不
得不说一个整体，凡属整的东西，全的东西，我们不能以一偏来概括；近百
年来的社会科学家，凡属学养较深、见识较广，而理解力足够把握的，都作
如此看法。（潘光旦，１９４６ｃ／２０００：５３）

这是他对学问的要求。当然，作为社会科学家，这尤其是对社会科学研究
的要求。所以他说，“群学之难，难在解蔽”（潘光旦，１９４６ｃ／２０００：５４）。而从西
学的角度来说，潘光旦认为，斯宾塞在其《群学肆言》中所言也无非就是“解蔽”，



８０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２０２１年

以至于如果将《群学肆言》这一译名改为“解蔽通论”，也不会文不对题（潘光旦，

１９４６ｃ／２０００：５５）。
无论科学研究的路径和目标为何，无论在何时何地的研究，在潘光旦看来，

都与人有关，其根本着眼点也应该与此有关，“地无分中外，时无分今古，人无分
东西，人生的一些大道理是可以有如孟子所说的‘一揆’的”（潘光旦，１９４６ｃ／

２０００：５６）。
潘光旦在此期间对于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思考一直没有中断，并且观

点越来越鲜明。在一年半之后再论“解蔽”的文章中，他直接使用了“人文学科
必须东山再起”（潘光旦，１９４７ａ／２０００：５９）这样的判断。潘光旦认为，自然科学
在现代社会的兴起并未使得现代社会更加昌明，恰恰相反，在现代社会，“蔽的
种类加多了，程度加深了，范围扩大了，蔽所招致的殃祸也不知放大了若干倍
数，包括两次的世界大战在内…这局面的所由形成，自然科学要负很大的一部
分责任”（潘光旦，１９４７ａ／２０００：６１）。
在潘光旦看来，斯宾塞寄希望于自然科学以求人类解蔽的路径存在着很大

的问题。问题在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潘光旦做出了与涂尔干对于自然科学
的分工化发展非常类似的理解。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在于，“完全侧重
在分析与专精，而越至发展的后期，此种分析与专精的趋势越是增益其速度，积
重而难返”（潘光旦，１９４７ａ／２０００：６１）。这种不断分工、无限细化的结果，表面上
很有进步，然而对于从事研究之人完全无益，所以，“分析就等于分崩离析”（潘
光旦，１９４７ａ／２０００：６１）。潘光旦引用英国思想家席勒（Ｆ．Ｃ．Ｓ．Ｓｃｈｉｌｌｅｒ）的话
说，“一门科学…最大的敌人便是这门科学的教授”，这种遮蔽的缘由“大致可
说，一半是属于科学方法自身的”（潘光旦，１９４７ａ／２０００：６２）。
这并不是说潘光旦反对科学本身或者说反对中国人接受科学。作为从事

社会学、优生学和民族学研究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对于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已
经完全有别于传统中国文人的风格，是以体现了现代学科意识和科学思考的逻
辑框架来分析和认识中国社会。他的思考资源也当然并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
思想，而是以“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态度，学贯中西。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
他在１９２２年写就、１９２７年扩写并再度出版的成名作《冯小青考》。不过，潘光旦
思想的成熟之处也正在于，他既非固步自封的保守主义者，也不主张完全西化，
更非只向前看的现代主义者。１９４７年，潘光旦在《正视科学》一文中检讨了“五
四”以后中国教育界的问题。他认为，科学本身应当代表三种不同的努力：“科
学精神的培养”，“科学研究的推进”和“科学的实际应用”。这三种当然各有其
地位与意义，不过从人生意义与教育的立场来说，第一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可
以“祛蔽”，然而却最不讨喜；第二种只能满足白璧德（Ｉｒｖｉｎｇ　Ｂａｂｂｉｔｔ）所说的知
识淫（ｌｉｂｉｄｏ　ｓｃｉｅｎｄｉ）以及自恋的心理，别无意义；第三种结果只是种种应用器
材。然而，在“五四”之后的中国，教育界的一大问题是科学精神培养的缺乏（潘
光旦，１９４７ｂ／２０００：６３）。这并不是说在中国没有人谈科学，而是将科学“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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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而没有真正遵循科学“面对事实本身”的精神去认识世界和讨论问题，而
是往往以立场之争来解决问题。如此一来，必然导致“科学的发展根本忽略了
人，尤其是忽略了整个的人，而注其主力于物的认识于物的控制”（潘光旦，

１９４７ｂ／２０００：６４）。这才是问题所在。
基于此，他提出在教育中必须加强人文学科，因为人文艺术的力量在于孟

子所说的“得我心之所同然”，即能够打动人心（潘光旦，１９４７ｃ／２０００：６８）。所以
在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潘光旦提出的建议，首要就是他翻译为“通达教育”、今
之所谓通识教育（潘光旦，１９４７ｃ／２０００：７０）。他关注到哈佛大学在当时建设通
识教育的努力，并认为这是解蔽的重要途径。对于潘光旦来说，这一努力的价
值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简单照搬西方的课程体系，因为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其社会
中的“经”。这一“经”的意思是在该文化中所积淀的生命活力。他说，教育不能
只有平面的想象力，强调“世界一家”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一理想只是“平面的”，
意思是“横断面”，而没有照顾到每一个文化自身的发展历史，即“渊源”。此种
渊源是文化的生命和活力所在。他说：“如果当代的世界好比纬，则所谓经，势
必是人类全部的经验了；人类所能共通的情意知行，各民族所已累积流播的文
化精华，全都是这经验的一部分；必须此种经验得到充分的观摩攻错，进而互相
调剂，更近而脉络相贯，气液相通，那‘一家’的理想才算有了滋长于繁荣的张
本。不过要做到这些，我们似乎应该再提出一个理想，就是‘人文—史’”（潘光
旦，１９４７ｃ／２０００：７１）。这是潘光旦心目中的通识教育所应该发展的方向，也是
他对于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一个主张。社会科学不能只有横向的世界之间的
联系，也应该有各个文化内部纵向的渊源纬度。
在１９４６年为费孝通的作品《生育制度》所作的序，也即著名的“派与汇”一

文中，潘光旦再度表明了他关于科学发展的想法，也就是所谓的汇，指的是思想
上的汇聚，而在当今科学或者各个学科的发展日益精细的情况下，“只有在一个
新的汇的浸润之下，一切理想思想，科学一书，才有发皆中节的希望”（潘光旦，

１９４６ｄ／２０００：１０４）。这一汇的一个重要思路在于“人的科学”。因为“三百年科
学的作风是一贯的分析的、流衍的、枝蔓的，结果是愈分愈细，愈流愈远，已经到
一个野草不可图的局面”（潘光旦，１９４６ｄ／２０００：１０８）。只有重新回到人本身，才
会有新的人文思想的发育，也才会有教育的整体性。

三、教育的方法

在１９３６年《再论教育的忏悔》一文中，潘光旦谈到了教育方法的问题。他
认为，教育在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侈谈各式各样的教学方法而不讲求好
榜样或者好楷模的授受”（潘光旦，１９３６ｂ／２０００：１３１）。在他看来，教育似乎只有
一个方法，那就是“好榜样的供给”，“好榜样的授受于推陈出新”乃是教育的本
意与“精意”（潘光旦，１９３６ｂ／２０００：１３１）。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有着丰富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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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为人师表的意思，就是作为老师的责任，要“把自己整个人格，和盘托出，做
人家的榜样”（潘光旦，１９３６ｂ／２０００：１３３）。
潘光旦总结传统中国教育的实质就在于，“目的是教人做人，方法是好榜样

的授予，而授予的途径，除了教育的专业以外，更有历史与政治两条”（潘光旦，

１９３６ｂ／２０００：１３３）。他特别赞成利用历史资源与“今古不分”的教学态度。此
外，他认为，中国文化历史还有一个特点是政治与教育密不可分。所以，他所赞
成的教育方法，是“历史、政治与教育三种力量”汇聚在一起，对于人的“成人”教
育。在他看来，这一教育就是人格教育，可以称之为“养正教育”（潘光旦，

１９３６ｂ／２０００：１３３）。所谓“养正教育”的基本意思是说，学校教育不应仅仅传授
知识，还要培养完整的人，用潘光旦的话说，是“培养一个囫囵的人”（潘光旦，

１９３６ｂ／２０００：１３４）。从这一教育的本意来说，他认为，近代教育的宗旨与方法都
出现了大的问题。这与社会思潮和教育人员的变化都有关系，社会与政治理论
中的不顾及历史、强求全盘社会改造、“贬薄前人经验的倾向，一种把历史人物
与历史事实仅仅当作考据的原料的精神”，这种普遍现象是教育的问题。如前
所述，潘光旦痛心于中国千年的历史于今变成研究的对象而非传承的对象，如
同成为“死的东西”。历史、政治等教育资源的丧失，加上“师道本身的扫地”，师
者仅仅成为“专家”，这样的专家“于专门智识的传授与间或替毕业的学生帮同
找寻职业的出路以外，别无责任”（潘光旦，１９３６ｂ／２０００：１３６）。个人生活与工作
完全分开，即近代意义上的“职业人”成为教师的实质特征。在潘光旦看来，这
些都成了近代教育的大问题。学生本是一个完整的人，然而教育却成为凌乱分
割、穿凿附会的教育，教育学也不过是在汇集各种教学方法：

所谓教育的专门之学浸假且成为各式教授方法的总和，而一般教师所
传授的又似乎只是一些智识的片段。（潘光旦，１９３６ｂ／２０００：１３７）

在１９４１年的《大学一解》中他再度提及，“意志”与“情志”方面的教育主要
依靠教师在“树立楷模”方面的努力。这一点不仅仅在教育方面十分重要，对于
研究也大有裨益，因为一个人的研究最终能成为什么样子，与他的为人修养密
切相关。潘光旦说：“治学之精神与思想之方法，貌若完全属于理智一方面之心
里生活，实则与意志之坚强与情绪之稳有极密切之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贵不
偏不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分寸之人不办。”（潘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５３１）现代
的大学往往只注重知识的研究和传授，既无法实现教育的目的，对于研究在根
本上也是有损害的。
在“冯小青”的研究中，潘光旦讨论了这一问题在社会上的另外一种体现：

“自恋”成为新时代年轻人之个体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潘光旦，１９２９／２０００）。这
一点与中西文化的碰撞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同样也是教育造成的问题。他在
《中国家庭之问题》的研究中，通过对《学灯》杂志所征集的关于家庭观念的问卷
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当时年轻一代比较突出的家庭问题与受教育程度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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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关系（潘光旦，１９２８／２０００：１４３）。在潘光旦看来，这一受教育程度的直接体
现，就是不容易带来明确自我认识的“自恋”状态。用他后来在《家谱还有什么
意义》一文的话来说，这是近代教育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近代教育的挂漏甚多，而其中最关重要的一端，是自知之明的不讲求。
（潘光旦，１９４７ｃ／２０００：７３）

如何获得此种自知之明？在对于中国社会学如何实现“本土化”的思考中，
潘光旦认为，如果想要摆脱前述将科学“偶像化”的趋势，实现真正“人化的社会
学”，就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结构与关系有具体的分析，而这一具体分析，即中国
社会学研究的首要研究任务，就是“明伦”，或者说，是要对于中国社会的“人伦”
或者“伦理”的“伦”字有清晰深刻的认识（潘光旦，１９４８ａ／２０００：１５０）。这是中国
社会学认识中国社会极为重要的核心任务，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学的本土
化与中国通识教育的本土化产生了实质性关联。因为中国社会中的“自知之
明”，是在“伦”之中才会产生的（潘光旦，１９４８ａ／２０００：１５７）。
从这一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以群则和，以独则

足”，也就是一个既能够有在社会中的自知之明、又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独立人
格。在潘光旦看来，这是他所理解的现代社会的“为己之学”的意义。
在这一方面，潘光旦不只有理论的思考，还在《论教育的更张》一文中提出

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在这篇与朱光潜等人的讨论文本中，他明确引哈佛的《一
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为自己的思考资源，提出应该在大学中实施通识教
育。通识教育的“通”应该着眼于每个人的完整性，也就是说，“教育一个人就得
把人性的经纬诸端都教育到了”（潘光旦，１９４８ｂ／２０００：２６９）。这一点可以作为
教育的原则，也就是“教育必须以每一个人为目的，必须在每一个人身上着手”
（潘光旦，１９４８ｂ／２０００：２７０）。至于具体的做法，潘光旦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鼓
励学生的主动性，而非仅仅训练和传授现成知识；二是要给予学生充分的自我
探索和选择的空间（潘光旦，１９４８ｂ／２０００：２７１—２７３）。在这两个原则之后，潘光
旦提出了他认为教育改革的方向，除了有关中小学和校园空间环境的建议，主
要是关于通识教育的改革建议。其中包括：（１）扩展大学教育的年限为至少五
年，“前三年为普通教育或通识教育，后两年才分系而成专门教育”；（２）无论通
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要减少课程和学分，“留出时间来作为两种用途，一供
学生自修，一让师生之间，多发生些课业以外而和一般生活有关的接触和联
系”，同时对于课程的要求，也是减少讲解而增加学生的提问和讨论的时间；
（３）加强人文教育，以实现真正的人格教育或者说对于人的培养———这一点也
是他在《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一文中明确提出的。最后，他特地提到，这些
措施主要目的，是“替好学深思的青年争取一些得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与空间”
（潘光旦，１９４８ｂ／２０００：２７５）。他甚至鼓励青年在进入大学之前，要有一段时间
独自探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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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一两年的时光，完全脱离学校，以至于离开日常的社会，而自己
觅取一种不随流俗的生活途径与方式。向远处旅行，走边疆到田间，入山
静住，为人雇佣，一人独往可，两三同志结伴为之亦可，目的总使对一己蕴
蓄着的智慧与能耐，又要给充分探寻与试用的机会。我们明知生活不假人
力是不行的，完全的离群索居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设为此种实验，才得
以充分的测验自己，了解自己，与管制自己。（潘光旦，１９４８ｂ／２０００：２７５）

结合他所撰写的《大学一解》一文，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些措施与他对于
现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思考直接相关。他在《大学一解》中提出的大学生“时
间不足”“空间不足”以及“师友古人关系之联系之阙失”（潘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

５３２—５３３）等问题，在此一一提出了对应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的目的也
都非常明确：一则是为了同学们能够有更多的思考空间，以便实现“博者约之，

万殊者一之”（潘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５３３）；二则是为了能够实现“慎独”的教育，以
便使得青年学生能够“情绪制裁意志磨练”，并充分体会《大学》中所说的“诚”为
何意（潘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５３３）；三则是能够做到在学习中“以人鉴人”的原则
（潘光旦，１９４１／２０００：５３５）。

四、结语：自由教育下的士人典范

时至１９６２年，潘光旦在回忆性的《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一文中认为，清华
早期的教育“虽没有标榜什么，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所谓‘自由教育’或‘通才教
育’（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道路”（潘光旦，１９６２／２０００）。其在制度上的表现为如
下几点：其一，每学期开课“不过六七门，二十几个小时”，而留给学生很多自由
活动的时间；其二，鼓励多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选修基础性课
程；其三，“选修课很多，学生可以随意挑”，重要的是，为了鼓励同学尝试新领
域，“考不及格也无关宏旨，下学期另选一二门，来凑满毕业时所要求的学分总
数就行了”；其四，鼓励尝试与创新，用潘光旦的话说，“鼓励学生跑图书馆，闯书
库，乱翻书，说是跌跌撞撞大有好处，学生自己，在准备成为一个‘通才’的同时，

会撞出个比较专门的名堂来”；其五，鼓励学生创新性的科研与论文写作。潘光
旦以他自己在梁启超课上《冯小青考》一文为例，说明最后这一点以及前面几
点。如前所述，这篇同时被梁启超和当时清华一位美国教授大加赞赏的研究，

几乎成为后来潘光旦毕生研究方向的起点。潘光旦引用梁启超的赞语总结他
所理解的通识教育，即“任公先生大为称赞，在奖饰的评语中勉励我‘成就其
一’，不要学他自己那样的‘泛滥无归’，即只要泛滥而有归宿，一个人就是‘专
家’，而此种专家又不碍其为一个‘通才’”（潘光旦，１９６２／２０００：５７４）。潘光旦为
世人所推崇为这样一种同时既是专家又是通才的典型，他自己则认为，他在清
华所受的教育，“所谓‘自由教育’的内容与终极，大概言之，就是这一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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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就是这种教育的相当典型的产物”（潘光旦，１９６２／２０００：５７５）。
在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上，潘光旦确实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形象与气象。费孝

通在纪念潘光旦的《推己及人》一文中说过，潘光旦这一代人，是真正做到了儒
家所说的“推己及人”。他认为，他与潘光旦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关键是在怎
么做人”（费孝通，１９９９：４７４）。这个“怎么做人”，就是“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
起自己”，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考虑一个事情，首先想的是怎么对得起自己，而
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费孝通，

１９９９：４７４）。从“己”这个“最关键、最根本”的“核心”出发，才能够做到“推己及
人”，并且“一以贯之”。从潘光旦本人的思想历程来看，这一点与他毕生所主张
的作为位育的通识教育是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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